
服务贸易

数字化背景下的服务贸易模式转变
———以美国金融服务出口为例

屠新泉　 　 王　 禹

内容摘要：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国际规则驱动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而不同服

务贸易模式的非均衡增长则是其直观表现。 资本全球化时期， 商业存在模式是服务出口的主要途径。 为

清除服务出口障碍， 美国借助国际规则手段推动投资自由化并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化时期， 跨境服务模

式发展迅速， 成为美国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的核心利益点与规则聚焦点。 在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高度依

赖数字技术的服务行业内， 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模式呈现出明显转变， 而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此过程中

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趋势并把握其背后规律， 才能更好地把握服务贸易

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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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服务业的模式变革，
无论是电子商务、 在线教育还是远程医疗， 数字技

术的介入都重塑着传统的服务业态。 在国际贸易领

域， 数字技术产生的这种影响同样十分明显。 根据

Ｂａｌｄｗｉｎ（２０１７）的三阶段理论， 国际贸易的发展经历

了传统模式、 价值链模式和数字模式三个阶段。 数

字模式下， 服务贸易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成

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赵瑾， ２０２３）， 还颠覆性

地推动了服务贸易模式改变。 尽管这种观点被普遍

接受， 但受限于服务贸易模式数据的可获性， 相关

研究并不多见。 美国是具有代表性的服务贸易大国，
同时拥有高度完备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因此， 本

文基于美国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服务贸易模式的转变

趋势， 并以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金融行业作为典型

代表分析这种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此外， 本文将美

国频繁利用国际规则驱动服务贸易模式转变的主观

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并尝试提出服务贸易模式转变

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应之策。

一、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成本

效应、 规模效应和创新效应。 首先是成本效应。 数

字技术推动诸如“服务外包”等形式的服务分工供

应， 大幅节省供应成本， 提升经济效率（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３）。 采用数字化管理系统有效帮助服务

供应商缩短商业流程并取代冗余管理人员， 降低管

理费用和人工成本。 此外， 数字平台与人工智能客

服等技术有效降低服务贸易的信息搜寻成本、 营销

渠道成本以及售后服务成本（杨雅铄等， ２０２３）。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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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规模效应。 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产品供给效率，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服务供应量增长（Ｇｅoｒｇ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与此同时， 大量传统服务的“可贸易性”增

加， 服务产品种类多元化。 最后是创新效应。 数字

技术的转型发展为服务创新带来了新机遇（Ｂ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１５）。 例如， Ａｒｄoｌｉｎo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指出， 由于服

务本身高度依赖于实物载体和网络载体， 因而物联

网技术成为当前多种服务创新的基础。 张昊等

（２０２３）发现数字化转型可增强企业的动态能力①，
从而使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更具活力。 除了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外， Ｓｊöｄ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数字化还能

推动供应商与客户“合作创新”， 即供应商借助数字

技术实时掌握客户需求和反馈， 继而创新和完善服

务产品。
（二）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 同时

也伴有负面影响。 一是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借助数

字技术优势打造服务出口优势， 使得各国在对美服

务贸易中普遍存在较高逆差， 同时“数字鸿沟”和

“技术依赖”等问题导致这种逆差持续扩大（刘志鹏

等， ２０２３）。 二是市场垄断问题。 数字化可能加剧

服务供应商的垄断， 造成严重恶性竞争和不平衡发

展。 三是数据安全问题。 服务贸易涉及大量客户数

据， 数字化加强了供应商对信息的掌握， 可能对消

费者隐私乃至国家 安 全 构 成 潜 在 威 胁 （ 汤 霞，
２０２１）。 为有效应对服务贸易数字化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 各国政府结合本国具体情况采取了多样化的

监管措施， 同时引发了数字贸易壁垒增加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三）数字化对服务贸易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因行业而异。 例如，
有些行业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度较高（如金融行业

和电信行业等）， 其典型特征是核心业务频繁涉及

数据处理、 在线交易等环节（吴利学等， ２０２２）。 因

此，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在这些服务行业更加

明显。 然而， 对于旅游和运输等服务行业来说， 尽

管数字化技术被应用于某些业务环节， 但核心业务

仍然依赖于人际互动和实体环境， 数字化对服务贸

易的影响在这些行业就较为有限。
（四）数字化对服务贸易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 数字化对服务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这些影响最终会对服务贸易模式产生重塑作用。
从影响机制上看， 数字化带来的成本效应促进服务

外包等形式的全球服务要素配置， 增加跨境模式下

的服务贸易额。 规模效应则加强海外资本向本国总

部的集聚趋势， 以实现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 随着

传统服务“可贸易性”的提升， 远程医疗、 远程教育

等新兴服务业态取代了原先设立在海外的医院、 学

校或其部分下设机构。 此外， 信息获取的便利化将

大幅减少以获取本地市场信息为目的而设立的商业

存在。 然而， 尽管上述观点被普遍接受， 但与之相

关的研究却较为稀少， 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服务贸易

模式下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商业存在模式下的细分

统计数据）不易获取。 本文利用美国较为完备的服

务贸易统计数据， 研究数字化背景下的服务贸易

模式转变趋势， 并将服务行业的异质性与规则驱

动的主观性纳入研究框架， 对现有研究起到补充

作用。

二、 服务贸易模式的变化趋势

（一）服务贸易模式的分类与统计

《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o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ＡＴＳ）将服务贸易划分为跨境提供、 境

外消费、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四种模式（见图 １）。
其中， 商业存在模式所占份额最高， 是当前开展服

务贸易的基础模式（王璟等， ２０２２）。 其余三种模式

中， 跨境提供模式占比较高， 境外消费和自然人存

在模式则仅占极小份额。 然而， 商业存在模式的贸

易属性存在一定模糊性。 例如， 外资企业提供给当

地市场的货物产品不在国际贸易范畴之内， 但相同

情况下的服务产品却被视作贸易， 这必然导致贸易

统计的不一致性。 由此可见， “谈判属性”占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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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Ｓ 服务贸易模式分类并不具有良好的“统计属

性”。 针对这一问题， 《美墨加三国协议》 （Ｕ. Ｓ. －
Ｍｅｘｉｃo－Ｃａｎａｄ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ＳＭＣＡ）和《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o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o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o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ＰＴＰＰ）
等高水平国际规则做出优化， 将有关商业存在模式

的规则并入投资章节， 同时将另外三种模式归类为

“跨境服务贸易”并设置独立章节。 此种分类标准提

供了更易实现的服务贸易模式统计框架。 本文沿用

此种划分标准， 分别讨论跨境服务和商业存在两种

服务贸易模式的变动趋势。
针对不同服务贸易模式，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手册》 （Ｍａｎｕａｌ o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ＳＩＴＳ）①提出按照两条主线开展服务贸易

统计（见图 ２）： 第一条主线是“常住者与非常住者之

间的服务交易”， 对应跨境服务模式； 第二条主线

是“通过国外分支机构提供服务”， 对应商业存在

模式。

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

模式 2:境外消费 

模式 1:跨境提供 

模式 3:商业存在 

模式 4:自然人存在 

消费者或其资产位于境外 

提供服务 
在经济体 B

设立商业存在

直接受雇于 

外国控股公司

 

提供服务 

自由职业者 

服务供应商 消费者

服务供应商 消费者或其资产 消费者

法人 商业存在 消费者

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存在 消费者

自然人

经济体A                                                经济体B

供应商派遣的员工

供应商派遣的员工

图 １　 ＧＡＴＳ 划分的四种服务贸易模式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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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6统计 

FATS统计 

否  

是 

自然人存在  

商业存在  

否  

是 

模式2:境外消费 
消费者或其财产是否

位于其常住领土境内

供应商是否在消费者

所在地设有某种存在

供应渠道

模式1:跨境提供  

模式4:自然人存在

模式3:商业存在

 

 

图 ２　 服务贸易模式简化统计标准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跨境服务模式的统计依据是《国际收支和国际

投资头寸手册》（Ｂａｌａｎｃｅ o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oｓｉｔｉoｎ Ｍａｎｕａｌ， ＢＰＭ６）， 其中的“常住性

原则”有效避免了商业存在模式引发的分歧①。 在分

类统计中， ＢＰＭ６ 的标准服务分类与 ＧＡＴＳ 的服务分

类基 本 对 应②， 而 《 国 际 收 支 服 务 扩 展 分 类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o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oｎ，
ＥＢＯＰＳ）采用的标准与之一致， 且更为细化。 本文

利用 ＯＥＣＤ 的 ＥＢＯＰＳ 统计数据③分析美国跨境服务

模式下服务出口和金融服务出口。
商业存在模式的统计以国外分支机构统计（Ｆo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ＡＴＳ）④作为基本统

计框架， 统计时遵循“属权原则”⑤。 其中， 国外分

支机构的销售额数据最能直观反映出国际服务供应

情况， 是 ＦＡＴＳ 统计优先统计对象。 受到统计能力

限制， ＦＡＴＳ 统计目前尚未形成以服务产品为基础的

汇编， 最为精准的统计也仅精确到以服务供应商所

属行业⑥分类， 从而与跨境服务模式的分类并非完

全对应。 目前， 美国经济分析局（Ｂｕｒｅａｕ oｆ Ｅｃoｎo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Ａ） 开展的 ＦＡＴＳ 统计较为完备 （黄宁

等， ２０１０）， 本文以其作为分析美国商业存在模式

下的服务出口和金融服务出口的数据来源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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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根据 ＭＳＩＴＳ ２０１０ 第 ３. ３ 条， 常住单位（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ｕｎｉｔ）是经济概念， 而非法律概念。 一个机构单位是与其经济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经济体

的常住单位。 由于商业存在通常是东道国的常住单位， 其对本地市场提供的服务不会计入国际收支表。
ＢＰＭ６ 服务分类的差异在于： 第一， 将不属于 ＧＡＴＳ 的“别处未包括的政府货物和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纳入服务贸易统计； 第

二， 将一些服务价值计入货物贸易项下（而非计入服务贸易项）， 例如“批发”和“零售”贸易中的服务价值； 第三， 将一些货物价值计入服务项

下， 主要是“别处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建筑”“旅行”三个服务项目。
ＥＢＯＰＳ 统计数据可从 ＯＥＣＤ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oｅｃｄ. oｒｇ ／ ）中获取。
这是 ＭＳＩＴＳ ２０１０ 提出的一种统计方法。 目前， “国外分支机构服务贸易统计”一词已被更广义的“国外分支机构统计”取代， 但为保持

前后统一， 仍沿用了原来的首字母缩写（ＦＡＴＳ）。
“属权原则”以企业股权关系（在所有权链的各个环节拥有超过 ５０％的多数所有权）作为核算标准。 相比于较为主观的实际控制标准，

“属权原则”的客观标准更有利于消除双边统计的不对称性。
行业分类采用的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ｂｅａ. ｇoｖ ／ ｉＴａｂｌｅ ／ ？ ｒｅｑｉｄ ＝ ６２＆ｓｔｅｐ ＝ ９＆ｉｓｕｒｉ ＝ １＆ｐｒoｄｕｃｔ ＝ ４ ＃ ｅｙＪｈｃＨＢｐＺＣＩ６ＮｊＩｓＩｎＮ０ＺＸＢｚＩｊｐｂＭＳｗ５ＬＤＺｄＬＣＪｋＹＸＲｈＩｊｐｂ

ＷｙＪｗｃｍ９ｋｄＷＮ０ＩｉｗｉＮＣＪｄＬＦｓｉＶＧＦｉｂＧＶＭａＸＮ０ＩｉｗｉＭｚＹｚＩｌ１ｄｆＱ＝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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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贸易模式的变化趋势和分析

１. 服务贸易模式的变化趋势

图 ３ 展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美国跨境服务模式和

商业存在模式下的服务出口额以及二者比值的变化

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 第一， 美国两种模式下的

服务出口额在样本期间均明显增长。 跨境服务出口

额由 ３４４５ 亿美元增长至 ７２６４ 亿美元， 增长 １. １ 倍；
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出口额由 ６８４９ 亿美元增长至

１６４９７ 亿美元， 增长 １. ４ 倍。 第二， 由于美国两种

模式下的服务出口额增长趋势几乎同步， 使得二者

比值始终在 ０. ５ 附近波动， 整体的服务贸易模式未

发生明显转变。 第三， ２０２０ 年美国两种模式下的服

务出口额均明显回落。 其中， 跨境服务出口额下降

更为明显， 致使二者比值下降。
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金融业表现出不同于整体

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模式变化趋势。 图 ４ 展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美国跨境服务模式和商业存在模式下

的金融服务出口额以及二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从图

中可以看出： 第一， 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出口额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２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１０ 亿美元，
增长了 ２. ５ 倍， 涨幅远超整体服务行业同期增长水

平； 第二， 美国基于商业存在提供的金融服务出口

额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增速极快， 而此后增长几乎停滞；
第三， 美国金融服务出口两种模式的非同步增长导

致二者比值变化明显， 该比值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呈现出

先减少后增加的反转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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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美国不同服务出口模式出口额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跨境服务模式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ＥＢＯＰＳ ２０１０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访问； 商业存在模式数据来源于 ＢＥＡ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访问。

注： 截至目前， 跨境服务模式可用 １９９９—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 商业存在模式可用 ２００４—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 为对比二者， 本文

取用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数据（图 ４ 同）。 商业存在模式下， 非服务行业同样具有数额较少的服务交易（即全部行业与服务行业对应

柱形图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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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美国不同金融服务出口模式出口额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跨境服务模式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ＥＢＯＰＳ ２０１０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访问； 商业存在模式数据来源于 ＢＥＡ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访问。

　 　 ２. 服务贸易模式变化趋势的分析

对于跨境服务模式， 基于数字手段实现的跨境

提供模式（模式 １）通常占据绝对主体地位①， 因而数

字化的持续发展对跨境服务模式起到长期推动作用

（李学荟， ２０２０）。 在金融这种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

行业， 跨境提供模式的主体地位更加明显， 因而跨

境金融服务贸易对数字技术发展更为敏感。 近二十

年间， 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转化与应用保持高速

发展， 移动银行、 大数据金融、 区块链金融在此期

间相继涌现， 最终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出口额在样本

期间以高于服务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２０２０ 年美

国新冠疫情暴发对其跨境服务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其中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以旅游业为代表的传统

服务行业，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

美国旅游服务出口额同比下降 ６４. ７％。 然而在疫情

影响之下， 数字化对贸易韧性的增强作用得以体现。
同期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出口延续以往增长态势， 面

对外生经济冲击逆势增长， 成为五大服务部门②中

唯一实现出口额正增长的部门。
对于商业存在模式， 近年来的数字化发展正

在不断弱化其主体地位。 在整体服务行业中， 这

种趋势并未明显展露， 原因在于餐饮、 酒店等服

务仍然完全依赖于商业实体提供， 甚至在国内疫

情冲击发生时， 商业实体的多元化布局显露出一

定优势。 但是对于以金融为代表的高度依赖数字

技术的行业而言， 商业存在模式增长活力明显不

足，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仅为

１. ３％。 同时， 本文关注到在样本初期， 即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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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例， ２０２０ 年欧盟模式 １ 服务出口额占跨境服务出口额的比重达到 ７６. ２％， 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oｐａ. ｅｕ ／
ｅｕｒo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ｔｉｔｌｅ ＝Ｆｉｌｅ： Ｆｉｇｕｒｅ＿１＿ＥＵ＿ｅｘｐoｒｔｓ＿o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o＿ｎoｎ－ｍｅｍｂｅｒ＿ｃoｕｎ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０. ＰＮＧ，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访问。

五大服务部门分别为分销服务、 数字和电子服务、 金融服务、 专业服务， 以及旅游服务。 资料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ｔｃ. ｇo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oｎ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o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３２ ／ ２０２３ ／ 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ｕ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ｒａｄｅ＿２０２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oｒｔ，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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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兴起的阶段， 商业存在模式增长尤为迅速。
彼时美国借助国际规则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投

资自由化浪潮， 使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

东道国下调本国服务业（如金融服务业）外资壁垒，
从而为自身商业存在模式下的服务出口提供发展

契机。 美国借由国际规则手段驱动服务贸易模式

转变的做法至今仍在沿用， 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

分展开详细讨论。

三、 国际规则对服务贸易模式

转变的驱动作用

国际贸易规则由各成员方的利益诉求驱动形

成， 继而成为维护成员利益的工具。 谈判过程中，
掌握话语权的大国必然主导国际规则走向， 以使

国际规则的天平向其利益倾斜。 在数字化阶段到

来之前，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核心诉求在于破除

东道国的服务业外资准入壁垒。 因而在国际规则

领域主导推动投资自由化， 影响其主要投资东道

国下调外资壁垒， 从而为本国基于商业存在模式

对外提供服务产品创造有利条件。 数字化阶段，
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点在于跨境服务出口， 美国

的核心诉求则转变为清除跨境服务出口的制度障

碍。 在此阶段， 国际规则仍是美国所使用的主要

工具， 相关行动已在其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有所

体现。
（一）资本全球化阶段， 美国主推服务业投资自

由化

１. 诉求与障碍

早期， 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程度有限，
商业存在模式是各国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产品的主

要方式。 鉴于各国对服务业外资准入的保守态度，
以及对金融服务业等核心部门准入的审慎态度， 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迫切需要推动各国服务业投

资自由化， 从而为本国基于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产

品输出清除障碍。
２. 规则手段与效果

商业存在模式具备贸易和投资双重属性（董哲，
２０１８）， 相关国际规则也分为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

两类。 在贸易规则中， 发达国家主导达成 ＧＡＴＳ，
搭建起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框架。 发达国家认

识到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难度低于推动投资自由化

（Ｒoｙ， ２０１９）， 继而通过 ＧＡＴＳ 将服务业外资 “包

装”为一种服务贸易模式， 巧妙地将其纳入服务贸

易协定中， 以确保服务业外资在多边框架下享受到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并借助多边框架促使各成

员国作出更多的服务业外资准入承诺（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尤为明显的是， ＧＡＴＳ“市场准入”条款

规定， “如果承诺某项服务在‘跨境提供’模式下的

市场准入， 且资本跨境流动是提供该服务的必要条

件， 则视为允许此种资本跨境流动……如果承诺某

项服务在‘商业存在’模式下的市场准入， 则视为允

许相关资本进入领土”。 根据此条款， 如果允许其

他成员在境内提供金融服务， 如银行、 保险等业务，
就意味着不得限制“必需的资本”或“相关资本”流

入。 商业存在模式贸易属性和投资属性的边界也正

是自此变得模糊。
在投资规则中， 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Ｎo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ＡＦＴＡ）
是一套结构更完整的综合贸易协定， 其单独设立投

资章节并对成员国提出更高水平的外资开放要求，
如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以及将外资的“准入

后国民待遇”提升为“准入前国民待遇”等。 尽管美

国推动的 ＮＡＦＴＡ 仅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外资开放产

生直接影响， 但作为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的 “模

板”， 其产生的间接影响更为广泛且深远 （ Ｋｈａｎ，
２０２０）。 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韩国—新加坡 ＦＴＡ 以

及韩国—智利 ＦＴＡ 等多项协定均借鉴了 ＮＡＦＴＡ 投

资章节的内容， 因而可以说 ＮＡＦＴＡ 在后续的国际投

资自由化浪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效果来看， 规则驱动的投资自由化浪潮帮助

美国顺利达成了目标。 表 １ 数据显示，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 美国商业存在模式下的服务出口主要目

的国均明显下调了其服务业外资壁垒 （平均下降

０. ０７３）。 此后十年间， 随着美国推动投资自由化积

极性的降低， 外资壁垒下调速度有所放缓。 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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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０ 年美国主要服务出口国的服务业和

金融服务业 ＦＤＩ 限制指数

指标 国家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 年
变化值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
变化值

服务业
ＦＤＩ 限
制指数

澳大利亚 ０. ３３２ ０. １７９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３ ０. ００２

加拿大 ０. ３５２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３ －０. １４４ －０. ０１５

法国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德国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０

日本 ０. １３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墨西哥 ０. ３７７ ０. ２４２ ０. １９５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７

荷兰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瑞士 ０. １８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０

英国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巴西 ０. １９４ ０. １３６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９

平均值 ０. １７５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７

金融服
务业
ＦＤＩ
限制
指数

澳大利亚 ０. ２８３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３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加拿大 ０. ４１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２ －０. ３３３ －０. ００５

法国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德国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日本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墨西哥 ０. ５８３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３ －０. ４５０ ０. ０００

荷兰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瑞士 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英国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４ ０. ０００

巴西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１

平均值 ０. １８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２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１

　 　 数据来源： ＯＥＣＤ ＦＤＩ ＲＲＩ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９ 日
访问。

存在模式的服务出口情况（见图 ３）对应来看， 美国

２０１０ 年以前的商业存在模式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

达到 ９. ３１％。 此后， 该数值下降至 ３. ７９％。 同期，
这些国家对金融服务业外资壁垒的调整更加明显，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金融服务业外资壁垒水平骤降，
平均下降 ０. １３４。 此后的十年间， 该数值几乎未发

生任何变化， 仅平均下降 ０. ００１。 与商业存在模式

的金融服务出口情况（见图 ４）对应来看， ２０１０ 年以

前美国基于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出口额年平均

增长率高达 １６. ７％， 此后的增长几乎停滞， 年平均

增长率仅为 １. ５％。
（二）数字化阶段， 美国服务贸易规则重点发生

转移

１. 诉求与障碍

商业存在模式尽管仍是当前最主要的服务提供

方式， 但却存在固有缺陷。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 只

有回流至境内的利润份额才会直接影响国内经济。

但商业存在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用于支付职工薪酬、

购置生产资料以及缴纳税费等， 即参与的是东道国

的经济循环。 相比之下， 跨境服务贸易创造的价值

几乎完全作用于本国。 特别是通过跨境提供模式

（模式 １）提供的服务， 除了营业收入归本国企业所

有之外， 其支付的职工薪酬、 购置的生产资料以及

缴纳的税费分别对本国的就业、 消费和财政收入产

生促进作用。 在此模式下， 供应商不受地理条件束

缚， 因而还得以将海外投资集中于国内总部， 以发

挥规模经济、 创新驱动等间接效应。 可以肯定的是，

当跨境服务模式占据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时， 最大

受益方将是 ＦＡＡＭＧ① 等数字巨头企业以及他们背后

的美国经济。 在此情况下， 目前大多数国家逐步加

强的“数字立法”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而当前阶段美国的核心诉求转变为推动数字服务

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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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规则手段与效果

在此阶段， 以 ＵＳＭＣＡ 为代表的美式数字贸易

规则成为美国的主要武器（周念利等， ２０２０）， 其内

容涵盖数据流动、 数据存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与美

国跨境服务出口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条款（陈寰琦

等， ２０１９）。 此外， ＵＳＭＣＡ 中的 “当地存在条款”
（第十五章第六条）最为直观地反映出美国借助规则

手段驱动服务贸易模式转变的本质， 其规定“缔约

方不得要求服务提供者在其领土内设立或维持代表

处作为跨境提供服务的条件”。 该条款在 ＣＰＴＰＰ 等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中也有所体现。 ＵＳＭＣＡ 中有关金

融服务贸易的内容在开放性和完整性上优于其他贸

易协定， 其中包括以“正面清单”模式逐步扩大市场

准入（第十七章第五条）、 优化金融审慎例外条款

（第十七章第十一条）以及禁止金融数据存储本地化

（第十七章第十八条）等， 并且条款风格呈现出从自

愿型向强制型转变的趋势（黄琳琳， ２０１９）。
图 ５ 和图 ６ 分别展示了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出口

的主要目的国及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变化情况①。
从图中可以看出： 第一， 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出口排

名靠前的目的国， 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均较低， 体

现出跨境金融服务出口以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

高的国家为主②。 第二， 正如前文所述， 多数国家的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呈现愈发严格的趋势。 需

要说明的是， 数据显示中国新增数字管制措施较多，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监管模式和其他国家存在差异

（王拓， ２０１９）。 第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与美国

开展数字贸易合作③的国家， 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普遍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截然相反的下降趋势， 反映

出美国利用数字贸易规则手段驱动跨境金融服务出

口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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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２１ 年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对主要

目的国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 ＯＥＣＤ ＥＢＯＰＳ ２０１０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访问。

四、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和中国因应策略

中国目前的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

于美国。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年中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５. ９８ 万亿元， 其中进口额为

３. １３ 万亿元， 出口额为 ２. ８５ 万亿元。 鉴于中国服

务贸易规模庞大，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产生的影响也

被相应放大， 因而应当高度重视此种转变趋势， 并

及时制定相应的出口发展策略和进口应对策略。
（一）服务贸易模式转变的出口发展策略

一方面， 顺应数字技术发展引发的模式变革趋

势， 塑造跨境服务出口竞争优势。 一是在企业层面

推动数字化转型。 向作为跨境服务供应主体的民营

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技术支持， 设立数字化转型升

级基地， 发挥转型成功企业的示范效应。 二是在产业

　 　 ①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即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ＳＴＲＩ）， 其测算的是各国在数据连通性、

电子交易、 支付系统等五个数字领域限制性措施的严格程度。 ＤＳＴＲＩ 数据可从 ＯＥＣＤ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oｅｃｄ. oｒｇ ／ ）中获取。

②　 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 美国对中国的跨境金融服务出口有很大比例流入中国香港地区。

③　 数字贸易条款， 即电子商务条款， 目前二者在美国贸易协定中的定义和适用范围一致， 而美国近年来发布的官方报告倾向于采用“数

字贸易”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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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美国跨境金融服务出口主要目的国的数字贸易壁垒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ＯＥＣＤ ＤＳＴＲＩ 数据库，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访问。
注： 根据 ＷＴＯ ＲＴＡ 数据库披露的信息， 阴影部分的四个国家目前已与美国签署了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

层面巩固数字供应链。 以本土创新、 资源配置、 金

融支持和人才供给为立足点， 加强国内数字产业供

应链的竞争力和韧性， 推动数字产业的可持续增长。
三是在政府层面为跨境服务出口减负增效。 加强政

府和企业间的数据共享与开放， 提高数据类跨境服

务出口审核效率， 试行服务企业数据出海“白名单”
机制。 四是在国际层面加强服务业人员流动与交流。
与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签署人员流动协议， 合作完

善职业资格互认体系， 从而提升跨境服务产品在海

外市场的认可度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 妥善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工具， 维护

自身服务贸易发展利益诉求。 事实表明， 美式数字

贸易规则的推广产生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同样应借

助规则手段为本国的服务产品出口营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 中美同为数字服务贸易大国， 服务贸易模式

转变对两国具有不同的利好之处。 从发展模式上看，
美国侧重于提高数字服务产品本身的竞争力， 因而

在规则上强调数据流动、 数据存储和源代码保护。
而中国的侧重点在于发展以货物贸易为载体的相关

数字服务（如跨境电商平台）， 因此应当重点在数字

化海关、 跨境电商等议题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引

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核心

条款与中国国内数字贸易立法方向截然相反， 因而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全球化扩张将对中国参与全球

数字贸易治理造成压力。 对此， 中国更应积极构建

符合自身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在全球数字贸

易谈判中夺得先机。
（二）服务贸易模式转变的进口应对策略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对进口国的影响同样值得关

注。 服务贸易模式的转变对进口国而言利弊兼具，
作为进口国， 如何在此条件下做到趋利避害是值得

深入研究的问题。 跨境服务贸易的兴起为中国教育、
医疗和养老等服务领域的消费升级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应坚持开放导向， 以健康、 娱乐以及教培行业

为切入点， 逐步解除诸多服务行业现有的“当地存

在”要求。 同时，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产生的诸多负

面冲击需要及时应对。 以就业冲击为例， 外资企业

仍是目前国内服务业优质岗位的重要提供者，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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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的外资撤离动机将会对这部分就业构成潜在

威胁。 目前中国正值劳动力结构向服务业转型的重

要时期， 应加强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监测， 通过追踪

劳动力需求变化， 预测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和

职业并提前部署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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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o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ｒｐo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 Ｊ ／ ＯＬ］． Ｊoｕｒｎａｌ oｆ ｗo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２２， ５７（０３）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oｍ ／ ｓｃｉｅｎ
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ｉｉ ／ Ｓ１０９０９５１６２２０００１９０.

［１９］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Ｇ，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Ｊoｕｒｎａｌ o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oｎａｌ ｅｃoｎoｍｉｃ ｌａｗ，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３）： ６０５－６３０.

［２０］ ＫＨＡＮ Ｎ 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oｆ ＮＡＦＴＡ［Ｊ］． Ｅｃoｎo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oｌｉｃｙ， ２０２０， ６８： １－１６.

［２１］ ＭＡ Ｓ Ｚ， ＧＵＯ Ｊ Ｗ， ＺＨＡＮＧ Ｈ Ｓ. Ｐo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oｎ o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ｃoｍ⁃
ｐａｒｉｓoｎ［ Ｊ］． Ｃｈｉｎａ ＆ ｗoｒｌｄ ｅｃoｎoｍｙ， ２０１９， ２７ （ ０３）：
４９－７５.

［２２］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Ｄ， ＫＵＭＡＲ Ｓ， ＰＡＮＤＥＹ Ｎ， ｅｔ ａｌ. Ｉｓ oｆｆｓｈo⁃
ｒｉｎｇ ｄｅａ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oｎｓ
［Ｊ］． Ｊoｕｒｎａｌ o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３， ２９（０３）
［２０２３－０５－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o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ｂｓ ／ ｐｉｉ ／ Ｓ１０７５４２５３２３０００１４５.

［２３］ ＲＯＹ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ｐoｌｉｃｙ， ＷＴＯ
ｃo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oｌｅ ｉｎ ｅｃoｎo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oｎ ［ Ｊ］． Ｊoｕｒｎａｌ oｆ ｗo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９， ５３
（０６）： ９２３－９５０.

［２４］ ＳＪÖＤＩＮ Ｄ， ＰＡＲＩＤＡ Ｖ， ＫＯＨＴＡＭÄＫＩ Ｍ，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ｇｉｌｅ
ｃo－ｃｒｅａｔｉoｎ ｐｒoｃｅｓｓ ｆo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oｎ： ａ ｍｉｃｒo－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oｖａｔｉoｎ ａｐｐｒoａｃｈ ［ Ｊ ］． Ｊoｕｒｎａｌ o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１１２： ４７８－４９１.

［２５］ ＴＥＥＣＥ Ｄ Ｊ， ＰＩＳＡＮＯ Ｇ， ＳＨＵＥＮ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o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７， １８（０７）： ５０９－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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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Ｙ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ａｎｇ① 　 ＣＨＥＮ Ｙａｏ②

（①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oｒ Ｓoｃｉo－ｅｃoｎo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②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o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oｎo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
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ｏｐｅｎ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００， Ｇ２０， Ｇ２８

（责任编辑： 王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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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Ｕ Ｘｉｎｑ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o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oｎo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ｓ
ｉ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ｉ⁃
ｍ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
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ｈａ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ｌｉａｎｔ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ｂｙ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ｎ ｗ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１３， Ｌ５０， Ｏ２４

（责任编辑： 王勇娟）

２８ 国际贸易　 ２０２３ 年　 第 ８ 期


